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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鸟击防治的景观生态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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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鸟击事件是全球范围的航空难题。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航班量的增多，近年来鸟击事件逐年增加。 科学快速的识

别机场周围高危鸟类防治的关键区域，合理使用景观生态学途径来布局与规划鸟击防治手段是机场鸟击研究的空白点。 对华

北地区某机场的鸟情和生态环境开展调研，得到该机场及其周边地区的 ３ 种高危鸟类分布规律。 通过构建高危鸟类的生态安

全格局，并结合分区域防治的思路，最终得到该机场高危鸟类防治生态安全格局。 从而识别出需要驱赶、防范与引诱的斑块、廊
道与战略点，进而采取排斥力与吸引力结合的双向驱鸟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１）该机场 ８ ｋｍ 范围内鹭科类分布较多，廊道密

集；雁鸭类与鸥科类栖息地较少但仍有廊道穿场。 应对该范围内林地、水域等环境进行整修与清理，减少鹭科类的栖息地，切断

高危鸟类飞行廊道。 （２）该机场 ８—１５ ｋｍ 范围内应重点做好雁鸭类的防护，及时切断雁鸭类向 ８ ｋｍ 范围内飞行的廊道。 加强

保护和改造连接 １５ ｋｍ 范围外的鸟类飞行廊道。 （３）该机场 １５—２０ ｋｍ 范围内应增加鸟类吸引力，打造连续的保护战略点，从
而形成环状飞行廊道，将高危鸟类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关键词：机场鸟击； 景观生态学； 生态安全格局； 机场规划； 生态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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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鸟击又称鸟撞，是指飞机在起飞、飞行和着陆过程中与空中飞行的鸟类相撞所产生的飞行剐蹭或鸟

击征候安全事故［１］。 近 ２０ 年来，我国民航事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鸟击征候率、剐蹭率和灾害率持续上升。
鸟击发生率上升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飞行器数量增加，飞行速度提高；第二，机场及周边生态环境改善，鸟
类数量增加；第三，鸟类保护工作的实施，人类护鸟意识增强；第四，飞行器发动机吸力上升，噪音降低。 目前

鸟击防治主要包括传统物理、化学、生物方法，其存在短时性和低效性等缺点。 本研究主要运用景观生态学理

论与生态安全格局理论为机场重点防控的鸟类进行了格局构建，根据机场周边环境对重点防控鸟类的影响，
模拟其在机场周边的移动和扩散的廊道，从而识别机场鸟击防范的重点空间区域。 未来在机场规划研究中，
可通过此方法对规划地块进行鸟击生态评估，从机场选址时就降低鸟击概率［２⁃３］。

１　 研究方法与过程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华北地区某机场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１１６．６２°—１１８．１３°Ｅ，６．３１８°—４１．０８６°Ｎ），北依燕山、东临渤海，受
温带季风影响，呈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 机场所在区域拥有宽广的沿海滩涂，平原上河网

洼淀密布。 该机场地处世界鸟类迁徙九大线路之一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飞区（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
Ｆｌｙｗａｙ）上，河流湿地资源丰富，是我国鸟类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和中转站。 基于湿地水陆交界的生态系统

特点，这些地区均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４］。
该机场周边环境分布，主要为大面积的城区、村落、农田，河流湖泊资源丰富，零星分布有小面积的林地以

及数量众多的水塘。 机场周边种植的作物主要有玉米、小麦，少数区域种植水稻。 机场飞行区内生境主要为

跑道、大面积草坪、房屋建筑以及跑道西侧宽 ８０ ｍ 的紧急迫降道［５］。
１．２　 范围划定

本研究的范围有 ３ 个尺度，分别以机场最长边的两端中点为圆心，以 ８ ｋｍ、１５ ｋｍ、２０ ｋｍ 为半径画圆，取
并集得到 ３ 个尺度的研究范围（图 １），分别为重点驱赶区范围、重点防范区范围与重点引诱区范围。 划分依

据如下：
（１）重点驱赶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２０２０ 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民用机场鸟情生态环境调查

指南》、《民用机场鸟情防范工作评估手册》等文件内容确定 ８ ｋｍ 为鸟情调研的规定范围，每年必须进行鸟情

调研，编制相应的报告。 ８ ｋｍ 范围属于重点驱赶区，需要对鸟类进行驱赶来降低鸟类与飞机发生碰撞的

概率。

０４９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研究范围划分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ｐ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重点防范区

依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十四 机场》、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等有关

净空管理要求［６］，选取 １５ ｋｍ 为净空保护区范围半径，
在 １５—８ ｋｍ 范围内，需要对鸟类进行避让，重点关注鸟

类最适宜区域和飞行路线，避开关键战略点。
（３）重点引诱区

根据飞机最小起飞仰角计算得出飞机飞行高度达

１０００ ｍ 时相距跑道 ２０ ｋｍ。 １０００ ｍ 以下高度发生机场

鸟击事故次数较多。 因此 ２０ ｋｍ 范围外需要保护和改

善重点鸟类栖息地，将危险范围内的鸟类吸引到 ２０ ｋｍ
范围外，从而降低鸟击概率。 ２０—１５ ｋｍ 范围可作为吸

引缓冲区，较好的保护该范围内的鸟类栖息环境，重点

构建向 ２０ ｋｍ 范围外延伸的鸟类廊道，由此把鸟类疏散

到 ２０ ｋｍ 范围外。
根据对多个机场的调查走访得知，飞机飞离跑道

１５ ｋｍ 时的高度已达 ８００ ｍ，而基于文献综述结果，本研究所选取的鹭科类、雁鸭类和鸥科类［７⁃８］的活动高度普

遍低于 ３００ ｍ（迁徙季除外）。 可见，在 ２０—５０ ｋｍ 范围内的飞机与鸟类没有飞行路线上的交集，高危鸟类对

此范围内飞行的飞行没有较大威胁，因此在本研究中，该范围暂时不作为研究与讨论的重点。
１．３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ｍ 分辨率的土地利用数据，由清华大学提供，该数据是基于哨兵影像解译得到

的，结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３０ ｍ 分辨率的土地利用数据与现场调研情况，得到的 １０ ｍ 分辨率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栅

格数据，参照 ＧＢ ／ Ｔ ２１０２０—２０１７《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将其分为耕地、林地、草地、灌木丛、湿地、河流、建设用

地和裸地八类。 高程数据来源自网站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下载使用的是 ＧＤＥＭＶ２ ３０
ｍ 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数据，并重采样为 １０ ｍ 分辨率；采用像元二分模型得到植被覆盖数据［９⁃１２］；利用 ＥＮＶＩ 中
的 ＳＰＥＡＲ 工具集（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下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工具对多

光谱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ＯＬＩ 遥感数据进行水深反演，得到研究区域内的相对水深数据［１３⁃１４］；土壤类型数据来源于国家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土壤分中心（ｈｔｔｐ： ／ ／ ｓｏｉｌ． 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道路水系数据

来源于 ＯＳＭ（ｈｔｔｐ： ／ ／ ｅｘｔｒａｃｔ．ｂｂｂｉｋｅ．ｏｒｇ ／ ）；植被类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评估与生态安全数据库，
基于植被分区的全国植被类型分类方法，研究区植被被分成灌木、草甸、农田植被和乔木四类。
１．４　 研究方法

１．４．１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将决策问题按照需求进行分解，得到从总目标到各层子目标再到评价准则，最后到具体实

施的方案的结构框架［１５］。 从下到上，分别求得下一层因子对上一层因子的优先权重，再用加权求和的方法递

阶归并各备择方案对总目标的最终权重，此最终权重最大者即为最优方案。 层次分析法的 ３ 个基本步骤为：
建立研究决策问题的框架结构模型、构建判断矩阵和计算指标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１６］。
１．４．２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是用来计算从“源”到“汇”消耗能量最小路径的模型，整个路径需要经过不同阻力值

的景观［１７⁃１８］，阻力的大小可以反映适宜程度，阻力越小越适宜。 通过比较不同阻力与距离加权值，选择与源

栅格距离最近、阻力最小的栅格，重复此过程，将得到的栅格串联就可以得到最小阻力距离［１９］，也就是从

“源”到“汇”距离最近、阻力最小的路径。 公式如下：

１４９８　 ２２ 期 　 　 　 戎彦宇　 等：机场鸟击防治的景观生态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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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Ｒ ＝ ｆ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Ｈｉｊ × Ｒ ｉ）

此函数为单调递增函数，其中的 ＭＣＲ 代表需要计算得到的最小累积阻力值； Ｈｉｊ 表示从空间任何一点 ｉ

到源栅格 ｊ 所需要穿越的距离； Ｒ ｉ 表示空间单元的阻力值［２０⁃２１］；将二者相乘求和的最小值就是研究需要的最

小累积阻力值［２１］。
１．４．３　 景观生态学与生态安全格局理论

景观生态学（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是一个集成了大到全球、小到个体生态学等相关学科而细分的专业学

科，从区域生态学下进行再次分级，位于中间等级。 景观生态学理论被用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与地理环境

的影响的研究中［２２⁃２３］。 生态安全格局理论（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简称 ＳＰ），是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并借助地理信

息系统发展起来的［１９］，主要指的是景观中有一些潜在的生态系统空间格局，它由景观中的某些关键局部所处

的方位和空间联系共同构成［１８⁃１９］。
１．５　 研究过程

１．５．１　 高危鸟类的选取

根据全年调查结果，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该机场及周边地区的常见鸟类有 １８０ 种，分别隶属于 １７
个目，４９ 个科。 本研究选取机场周边分布密集的鹭科类、雁鸭类、鸥科类 ３ 类作为研究对象：

（１）鹭科类的选取：
机场外的鹭类繁殖地距离机场较近，每年夏季繁殖期鸟防压力大。 机场东北方向一处鹭类（白鹭、夜鹭、

池鹭、牛背鹭）混群繁殖地在每年夏季达到繁殖高峰期，且该区域距离机场仅 ４ｋｍ，对机场飞行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２４］。 机场驱鸟队在日常巡逻中频繁观察到鹭类穿越机场，且穿场时间、路线较固定。 机场飞行区内生境

复杂，同时周边地区鹭类潜在栖息地多，对机场飞行安全威胁大。 通过对机场飞行区调研可知，机场西侧围界

边的低洼积水区和围绕四周的茂密芦苇丛、机场南北两端的废弃鱼塘都给鹭科类栖息提供了条件［２５⁃２７］。
（２）雁鸭类的选取：
机场周边人工湖泊以及湿地水库资源丰富，为雁鸭类提供大量迁徙停歇和在本区越冬的栖息环境。 根据

调查结果，在机场周边集群越冬的雁鸭类共有 ８ 种，包括赤麻鸭、普通秋沙鸭、罗纹鸭、绿翅鸭等，且数量

众多［２８］。
机场外的斑嘴鸭繁殖地较多，分布广，鸟类集群数量大。 根据调查结果，机场东北方向 １０ ｋｍ 处的湿地和

外部河道为本区斑嘴鸭主要集群繁殖地［２９］。 此外，斑嘴鸭作为本场的常见夏候鸟，分布较零散，各栖息地集

群数量均较多。 雁鸭类体型较大，飞行速度快，且机场驱鸟队在日常巡逻中频繁观察到雁鸭类集小群穿越机

场。 雁鸭类往往都被各机场列为鸟击防范的重点高危鸟种，机场航空器若与质量较大的雁鸭类发生碰撞，后
果将是灾难性的［３０⁃３２］。

（３）鸥科类的选取：
机场周边河流以及湿地水库较多，水生资源丰富，为鸥科鸟类提供大量适宜的栖息环境以及食物来源。

根据调查结果，在机场周边越冬的鸥科鸟类共有 ４ 种，分别为西伯利亚银鸥、红嘴鸥、海鸥与渔鸥，其中数量最

多的为红嘴鸥和西伯利亚银鸥。 鸥科鸟类除集群于宽阔水域的栖息地内［３３］，本区河道两岸以及湿地周边的

大量鱼塘同样吸引着大群鸥科鸟类，该鸟类常与鹭科鸟类混群觅食，且数量众多［３４］。 位于机场南下滑线距机

场 １．２ ｋｍ 处的一座小型人工湖为冬季机场鸥科鸟类重点监控区域。 该人工湖为冬季西伯利亚银鸥集群觅食

地，根据调查结果，本区鸥科鸟类集群数量可达上百只，严重威胁机场飞行安全［３５⁃３６］。
本研究提到的鹭科类、雁鸭类以及鸥科类基本上都是我国大多数机场目前需要重点防范的鸟类，且危害

程度极高［３７⁃４０］。 我国东部地区位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飞区上，每年过境的以上鸟类数量非常多，防治难度

较大。 本文分别选取白鹭（鹭科类）、斑嘴鸭（雁鸭类）以及西伯利亚银鸥（鸥科类）作为研究范围内的研究对

象开展研究。 本研究可以为我国大部分机场如何防治以上鸟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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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高危鸟类安全格局构建［２２］

一个完整的高危鸟类安全格局应该包含高危鸟类源、高危鸟类活动缓冲区、高危鸟类移动廊道、高危鸟类

防治战略点 ４ 个部分［４１］。
高危鸟类源是高危鸟类最适宜生活并可以持续向外扩散的栖息地，是整个高危鸟类活动的起点；高危鸟

类活动缓冲区是以高危鸟类源为核心，受阻力制约向外扩散一段距离形成的区域；高危鸟类移动廊道是两个

高危鸟类源之间鸟类最易飞行通过的低阻力通道；高危鸟类防治战略点是廊道上一些具有关键意义的点，根
据所处范围不同可分为需保护与改造的战略点（正向）和需破坏与治理的战略点（负向）两类，两类战略点可

达到加强高危鸟类移动廊道与切断高危鸟类移动廊道的效果。
（１）高危鸟类栖息地的识别与验证

鸟类栖息地与鸟类生活活动息息相关，可以给鸟类提供生存必须的食物、活动和繁殖场所等［４］。 学者们

研究发现不同空间尺度上鸟类栖息地选择结果有两种［４２］，大的空间尺度方面，影响鸟类选择繁殖栖息地的因

素多为景观方面的环境因子，例如土地类型、地形、植被情况等；而在小的空间尺度方面，影响鸟类选择繁殖栖

息地的因素多与植被群落种类有关［２５］。 同时鸟类栖息地生境的选择多与海拔高度、水域面积及人类活动干

扰程度等有关系［４３⁃４４］。
本研究选取了生态因素与干扰因素两大类因素进行评价，在大量研究分析现有资料和典型调查的基础上

确定高危鸟类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因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应用价值。 同时，本研究在机场 １５ ｋｍ 范围内进

行鸟情调研，将调研结果定位并可视化，与本研究中模型结果进行比对。
（２）阻力系数的确定与阻力面建立

本研究选取的 ３ 种鸟类：鹭科类、雁鸭类、鸥科类都为水鸟，环境中影响其移动的阻力因素相似，因此构建

３ 种鸟类通用的阻力评价表。 从 ３ 个方面讨论影响鸟类移动的阻力值［４５⁃４７］。 研究发现 ３ 种鸟类受人为干扰较

大，多选择远离人类活动干扰的路线［３５，４８］；河渠湿地等可以提供丰富的食物与休憩环境；耕地内食物丰富［２７，２９］，
且植被高度较矮，不影响鸟类飞行［２４⁃２５，４９］；林地可以提供短暂的休憩落脚点故阻力较小［５０⁃５２］。 针对确定的阻力

评价因子，邀请三名专家进行打分，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各指标权重（表 １）。

表 １　 高危鸟类生态阻力因子及其权重和相对阻力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ｓ

阻力因子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阻力分值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ｃｏｒｅ

１ ３ ５ ７ ９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生态类型因素
Ｅｃｏｔｙｐ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河渠湿地 耕地林地 草地灌木丛 建设用地 裸地 ０．７２３５

距离因素 距离耕地距离 ／ ｍ ＜３０ ３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２９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距离林草灌距离 ／ ｍ ＜１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３８７

距离水系距离 ／ ｍ ＜１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４６

距离建成区距离 ／ ｍ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６５

距离裸地距离 ／ ｍ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４２

觅食条件因素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天敌数量 河渠 湿地

耕地林地
草地灌木丛

建设用地 裸地 ０．０３５７

食物丰富度 湿地河渠 灌木丛 耕地 林地草地 建设用地裸地 ０．０３５７

隐蔽性 湿地
灌木丛

草地林地
耕地 河渠 建设用地裸地 ０．０１１９

将阻力系数评价表中的数据赋值于每个栅格得到成本栅格，再进行最小累积阻力计算得到最小累积阻力

表面［５２⁃５４］，源地不同或者成本栅格赋予的阻力值不同，生成的最小累积阻力表面是不同的［５５］。 最小累积阻力

值的大小可以用来判断源地向外扩展的可能性，生态阻力越大，高危鸟类扩散越迟缓，消耗的能量越多，一般

情况下源地在整个生态过程中是最适宜的［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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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高危鸟类活动缓冲区识别

缓冲区的特点是随着缓冲区边界向外围的扩展，景观对物种的阻力随之增加，但这种增加并不是均匀的，
有时是平缓而有时则非常陡峻。 缓冲区的有效边界就可以根据这些阈值来确定［５６］。 可以根据阻力值和距

离、面积的一些特征曲线来判断缓冲分割的阈值，本研究将缓冲区分成三级。
（４）高危鸟类移动廊道构建

生态廊道是源地间的最优连接通道，在本研究中是高危鸟类理想的飞行路线。 生态廊道的构建方法是将

各个源地分别单独作为“源”，首先创建“源”的回溯栅格链接，利用成本路径工具，将剩余的源地作为“汇”，
输入最小累积阻力表面与回溯栅格链接，得到成本路径栅格图层，该图层不易观察，因此再利用栅格转折线工

具转化为矢量图层，得到从“源”到“汇”的最佳路径。 重复上述过程将重复路径按次数记录得到路径强度，并
将所有路径合并，从而得到高危鸟类移动廊道。

（５）高危鸟类防治战略点识别

确定高危鸟类防治战略点的目的在于完善高危鸟类移动廊道系统［５７］。 可以将最小累积阻力表面看做一

个类似于地形高程的栅格，阻力值最大处类似于高程最高处，故最大阻力值的连线称之为“山脊”线。 同理，
最小阻力值的连线称之为“山谷”线［５８］。 廊道与山脊线相交处为生物能量交换最困难的山脊战略点，廊道与

山谷线相交处为生物能量交换最容易的山谷战略点［５９］。
本研究中，８ ｋｍ 内采用山谷战略点，８—１５ ｋｍ 内圈采用山谷战略点、外圈采用山脊战略点，１５—２０ ｋｍ 采

用山脊战略点。 重点破坏山谷战略点的优势生态环境，从而切断重点驱赶区内高危鸟类移动廊道，降低高危

鸟类的生存适宜性与飞行频率；重点修复重点引诱区内山脊战略点的生态环境，从而使高危鸟类移动廊道与

跳板增多，增加高危鸟类的生存适宜性将重点驱赶区与重点防范区的高危鸟类吸引到此区域内。
１．５．３　 重点区域识别

重点区域是指在机场鸟击防治格局中的重要地块，需要重点进行改造和治理。
重点驱赶区的范围为 ８ ｋｍ 范围内，此范围内是机场鸟击的危险区，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战略点为廊道与

“山谷线”的交点，此类战略点是鸟类移动极易通过的点位，通过增加战略点的生态阻力来切断鸟类廊道，进
而减少鸟类在 ８ ｋｍ 范围内的活动。 同时 ８ ｋｍ 范围内栖息地因为缺少了与范围外源的能量交换，范围外的鸟

类不会再来 ８ ｋｍ 内栖息，减少了鸟类的汇入，８ ｋｍ 范围内的鸟类数量得以减少。
重点防范区的范围为 ８—１５ ｋｍ 范围内，此范围是机场鸟击的重点关注区，鸟类在此频繁的活动会增加机

场鸟击的概率，需要重点关注的战略点为廊道与“山谷线”与“山脊线”的两种类型的交点。 在靠近机场一侧

的战略点为与“山谷线”的交点，切断此类战略点，就可以阻止鸟类前往 ８ ｋｍ 内的重点驱赶区，形成一种向外

推鸟的排斥力。 同时在重点防范区靠近重点引诱区一侧的战略点为与“山脊线”的交点，改善此类战略点的

生境，就可以增加鸟类向重点引诱区移动的通道，形成一种向外引鸟的吸引力。 一推一引相互作用将鸟类引

入安全区域，从而降低机场鸟击的概率。
重点引诱区的范围为 １５—２０ ｋｍ 范围内，此范围内是吸引鸟类的最佳范围。 范围过大、距离过远则会对

机场附近的鸟类失去吸引的能力。 重点引诱区内应该建立对鸟类有强大吸引力的生态环境。 需要重点关注

的战略点为廊道与“山脊线”的交点，通过改善此类战略点，可以降低鸟类向重点引诱区移动的难度，使吸引

力更好的传递，从而将鸟类更好的转移和保护起来。

２　 实例结果与分析

２．１　 高危鸟类生态格局构建

２．１．１　 高危鸟类生态源地识别结果

　 　 在高危鸟类栖息地评价模型中，研究区栖息地适宜性由 ０—１ 之间连续变化的数值表示。 数值越接近 １，
表明地块越适宜高危鸟类生存栖息，结果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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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高危鸟类栖息地适宜性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ｓ

根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研究，栖息地必须具备一定面积才能承担起生物的栖息活动。 本研究筛选出

面积大于 １ 万 ㎡的地块，作为高危鸟类的栖息地，并生成大块栖息地的质点（图 ４）。 通过对现场 １５ ｋｍ 范围

内调研与观测，证明准确率在 ８０％，剩下的 ２０％虽然没有高危鸟类出现（图 ３），但是作为高危鸟类潜在的栖息

地，同样值得重点关注。

图 ３　 １５ ｋｍ 内实际鸟调高危鸟类出现位置图

Ｆｉｇ．３　 Ａｃｔｕａｌ ｂｉｒｄ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５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ｓ

对照土地利用图可以看出，鹭科类栖息地主要依托林地和水系湿地分布；雁鸭类栖息地主要依托林地和

湿地分布并对水系密度要求较高，河网密集的河道也会成为其主要栖息地；鸥科类栖息地主要依托大面积的

林地和湿地分布。
以该机场为例，８ ｋｍ 范围内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机场南北起飞延长线上东北方向的两块大面积林地与西

南方向的河道交汇处；８—１５ ｋｍ 范围内需重点关注场北部偏西方向 １５ ｋｍ 处的大面积水田湿地；１５—２０ ｋｍ
范围内需重点打造与改善大面积高危鸟类栖息地。 高危鸟类栖息地数量与比例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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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高危鸟类生态质点与源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ｓ

表 ２　 高危鸟类栖息地分布数量与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ｓ

高危鸟类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ｓ ８ ｋｍ ８—１５ ｋｍ １５—２０ ｋｍ 栖息地总和

Ｔｏｔ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鹭科类 １１（３４．３８％） １２（３７．５％） ９（２８．１２％） ３２

雁鸭类 １２（２５％） １７（３５．４％） １９（３９．６％） ４８

鸥科类 ４（９．８％） ２１（５１．２％） １６（３９％） ４１

２．１．２　 高危鸟类阻力面建立结果

最小累积阻力表面是反映物种运动的时空连续体，可以用等阻力线表示为一种矢量图。 根据最小累积阻

力表面，进行空间分析可以判别缓冲区、廊道、辐射道和战略点。
基于上文中的阻力值面，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生成本研究所需的最小累积阻力面（图 ５）。 高危鸟类高阻力值主

要分布在建成区与裸地，这些区域人类干扰大，食物较少，不适宜高危鸟类栖息与飞行活动。 低阻力值区域主

要沿湿地河渠分布，这些区域有丰富的食物和休憩场所，适宜高危鸟类栖息与飞行活动。
２．１．３　 高危鸟类防治缓冲区识别结果

本研究根据阻力阈值法对高危鸟类三级缓冲区进行确定，根据最小累积阻力的直方图在突变处划分，阈
值分别为 ６００、１２００、２０００。 从图 ６ 中可以看出，高危鸟类的防治缓冲区以生态源地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鹭

科类防治缓冲区主要沿着河网湿地向外扩散，呈带状分布；雁鸭类防治缓冲区依托湿地、河流交叉口和人员干

预少的条状河流向外扩散分布；鸥科类防治缓冲区整体分布比较均匀，主要远离人类干扰强度较大的区域。
２．１．４　 高危鸟类防治廊道构建结果

３ 种高危鸟类防治廊道分布情况不同，高危鸟类的飞行廊道将源两两连接。 对照土地利用图发现，３ 种高

危鸟类飞行廊道具有共同特点，廊道密集分布在大面积湿地与林地区域，并且 ８ ｋｍ 范围内多为横穿机场的廊

道。 鹭科类防治廊道多集中在 ０—１５ ｋｍ 范围内，廊道跨度较短；雁鸭类防治廊道在 ３ 个区域分布较为平均，
廊道跨度较短；鸥科类防治廊道多集中在 ８－２０ ｋｍ 范围内，廊道密度大，且廊道跨度较长（如图 ７）。
２．１．５　 高危鸟类防治战略节点构建结果

高危鸟类防治战略节点分为两类，一类为“山脊战略点”，另一类为“山谷战略点”。 ３ 种高危鸟类在 ８ 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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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高危鸟类最小累积阻力面

Ｆｉｇ．５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ｓ

图 ６　 高危鸟类防治缓冲区图

Ｆｉｇ．６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ｕｆｆｅｒ ｍａｐ

范围内战略点多为林地与河道交汇密集区，１５—２０ ｋｍ 范围内战略点主要为临近水系林地的建设用地与裸

地。 研究区内需关注的高危鸟类防治战略点的具体分布如图 ８ 所示，数量与比例见表 ３。

表 ３　 高危鸟类防治战略节点数量与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ｎ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高危鸟类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ｓ

８ ｋｍ
山脊战略点

Ｒｉｄ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ｉｎｔ

８—１５ ｋｍ
山脊 ／ 山谷战略点

Ｒｉｄｇｅ ／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ｉｎｔ

１５—２０ ｋｍ
山谷战略点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ｏｉｎ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鹭科类 ４（１４．３％） ７ ／ １０（６０．７） ７（２５％） ２８

雁鸭类 ４（１３．８％） ８ ／ ９（５８．６％） ８（２７．６％） ２９

鸥科类 ５（５．２％） ２ ／ ３６（３９．６％） ５３（５５．２％）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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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高危鸟类防治廊道图

Ｆｉｇ．７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ｂｉｒ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ｍａｐ

图 ８　 高危鸟类防治战略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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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高危鸟类防治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结果

通过对高危鸟类源点、生态源地、防治缓冲区、防治廊道、防治战略节点等图层进行叠加组合，得到高危鸟

类防治生态安全格局图。 如图 ９ 所示，在机场西北方向有大片适宜鹭科类栖息的区域，８ ｋｍ 范围内鹭科类廊

道密度较大，说明鹭科类可以频繁穿场，战略点数量较多；８—１５ ｋｍ 范围内，廊道密度适中，主要集中在机场

北部的河流湿地处，主要与 ８ ｋｍ 范围内的栖息地进行连接，战略点数量适中；１５—２０ ｋｍ 范围内廊道数量较

少，主要位于机场北部的河流湿地处，战略点数量也较少；在机场西北方向有大片适宜雁鸭类栖息的区域，８
ｋｍ 范围内雁鸭类廊道密度适中，说明雁鸭类在此范围内活动不多，战略点数量适中；８—１５ ｋｍ 范围内，廊道

密度较大，主要集中在机场周边的河流湿地处，主要与 １５—２０ ｋｍ 范围内的栖息地进行连接，战略点数量较

多；１５—２０ ｋｍ 范围内廊道数量较少，主要与 ８—１５ ｋｍ 范围内的栖息地进行连接，战略点数量也较少；鸥科类

在 ８ ｋｍ 范围内廊道密度小，说明鸥科类在此范围内活动不多，战略点数量少；８—１５ ｋｍ 范围内，廊道密度适

８４９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中，主要集中在机场周边的河流湿地处，主要与 １５—２０ ｋｍ 范围内的栖息地进行连接，战略点数量适中；１５—
２０ ｋｍ 范围内廊道数量较多，主要与 ８—１５ ｋｍ 范围内的栖息地进行连接，战略点数量也较多。

图 ９　 高危鸟类防治生态安全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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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驱避诱重点区域

２．２．１　 重点驱赶区

重点驱赶区为 ８ ｋｍ 的范围，此范围是机场鸟击的危险区。 重点驱赶区内鸟类的频繁活动会增加机场鸟

击的概率，因此需要对 ８ ｋｍ 范围内的栖息地进行重点鸟情观察和环境整治。

图 １０　 高危鸟类重点驱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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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１０ 可知，重点驱赶区内鹭科类的适宜栖息地较多，且主要位于飞机起飞跑道的延长线上，这是非常

危险的。 通过对比土地利用类型发现，这些危险栖息地主要依托河流与林地存在，河道蜿蜒，林地茂密，并且

周围建设用地较少，生态环境良好且很少有人类的干扰。 针对重点驱赶区内的鹭科类与雁鸭类情况，需要对

识别出来的栖息地和战略点进行现场鸟情观察，并进行生境改造，对鸟类聚集区采取林地底部稀疏化、清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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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内高大植被以及放置专门驱鸟设备等方法。 重点驱赶区内鸥科类栖息地较少，但鸥科类的廊道网比较密

集，这也是因为机场周边生态环境较好，很少有干扰鸥科类飞行的因子存在。 因此对于鸥科类来说，应重点改

造识别出来的战略点的生态环境，减少水源和食物来源，从而减少对鸥科类的吸引，切断鸥科类的飞行廊道。
２．２．２　 重点防范区

重点防范区为 ８—１５ ｋｍ 的范围，此范围是机场鸟击的重点防范区，鸟类在此频繁的活动会增加机场鸟击

的概率，但是因为此范围较大且飞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飞行高度，发生鸟击的概率有所下降，因此了解此范围

内鸟类的移动路径，在规划飞机飞行路线时适当的避让开，可降低鸟击的概率。 此范围内需要重点关注的山

谷与山脊两类战略点，在靠近机场一侧切断山谷战略点，就可以阻止鸟类前往 ８ ｋｍ 内的重点驱赶区，从而形

成一种向外推鸟的排斥力。 同时改善山脊战略点，就可以增加鸟类向重点引诱区移动的通道与踏脚石，形成

一种向外引鸟的吸引力。 排斥力与吸引力相互作用将鸟类引入安全区域，从而降低机场鸟击的概率。
由图 １１ 可知，重点防范区内雁鸭类和鸥科类的适宜栖息地较多。 其中鸥科类的廊道在机场的西北方向，

廊道网络密集需要重点关注，东南方向廊道网络也较密集但更加靠近重点引诱区，所以此区域可以重点打造，
成为吸引鸥科类的一个基地。 雁鸭类的战略点多集中在机场北部起飞延长线上，且距离重点驱赶区较近，对
照土地利用类型可知，此区域的地类为河道，并且这些地方河网密集弯曲，可以给雁鸭类提供水中漂浮的良好

环境。 重点防范区内适宜鹭科类栖息的栖息地主要依托河渠分布。

图 １１　 高危鸟类重点防范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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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重点引诱区

重点引诱区为 １５—２０ ｋｍ 的范围，此范围是吸引鸟类的最佳范围。 范围过大、距离过远则会对机场附近

的鸟类失去吸引的能力。 重点引诱区内应该建立对鸟类有强大吸引力的生态环境。 此范围内需要重点关注

山脊战略点，通过改善此类战略点，可以减少鸟类向重点引诱区移动的难度，使吸引力更好的传递，从而将鸟

类更好的转移和保护起来。
由图 １２ 可知，重点引诱区内适宜鹭科类栖息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机场西北部的河渠和湿地内，需要重点打

造的战略点也分布于此，需要改善战略点生态环境，采取如种植高大乔木，增加鹭科类食物等生态方法。 雁鸭

类和鸥科类主要分布在机场西北部的湿地和河渠、东北和东南方向的河渠中，其中鸥科类分布较多。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华北地区某机场为例，根据实际鸟情调查统计结果选取机场高危鸟类为研究对象，运用景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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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高危鸟类重点引诱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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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理论构建高危鸟类的防治格局。 本研究并不仅限于单一的驱鸟研究，而是运用排斥力与吸引力相互结合

的方式，通过识别出机场周边不同范围内重点鸟类的栖息地，构建重点鸟类的生态格局和生态网络，确定重点

鸟类飞行路线与战略点，采取刚柔并济的生态治理方法，针对不同尺度内的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采取相对应

的措施与管理办法，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处于造成鸟击风险地区的鸟类转移到对飞机不会造成威

胁的安全区域。 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探索土地类型应该如何利用从而降低机场鸟击概率，弥补传统物理、化
学、生物驱鸟的短时性，既符合新时代生态保护的要求，又可以达到降低鸟击概率的效果。 同时也为未来机场

建设的选址提供更科学、更有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我国大多数机场需要重点防范的 ３ 种高危鸟类展开研究。 我国机场目前需要防范的高危鸟

种往往在 ３０—４０ 种之间，种类不多，但不同地区会有该地区特有的高危鸟种。 因此，在研究中根据不同高危

鸟种设置对应的阻力因子，并使用本文提出的方法构建对应高危鸟类生态安全格局是能够实现的。 本研究是

个持续的过程，初步在武汉、秦皇岛、大同等地区的机场进行实践应用，未来会根据实际应用效果不断进行优

化与改良，进而帮助完善机场的鸟击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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